
年三国曹魏政权建立，终于公元 年南朝陈期，始于公元

如果以政权建立与灭亡为标志，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

政权灭亡，但作为《中国经济通史》中的一卷的分工，我们的叙

年隋朝建立以述始于东汉建安元年（ 年），而对于公元

后的经济情况，不予涉及。

一　　政治动荡、经济衰退与经济中心区的变迁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南北建立了为数众多大大小小的政

权，各个政权实施了相同或相异的政治经济政策，对这一时期社

会经济发展都施加了不同程度的有利或不利影响。社会经济的各

种具体内容都在这些政权的统治时期与统治地域展开，我们在叙

述中不可避免要提到这些政权。因此，我们首先得对这些政权的

统治时期、统治地区及其发展过程有一个大致的交待。

旱、蝗虫、疫疾等自然灾害，

东汉中后期，随着外戚、宦官轮流执政，政治黑暗加上不间

断、大范围发生的地震、大水、大

社会经济业已呈现凋敝的态势，东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可以说是乡

村民众在社会经济不断衰退的背景下，为求生存而发起的反抗行

论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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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、吴（

。

，

为。由于东汉中央政府权威的丧失，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过程中势

力不断扩张的东汉帝国地方州郡长官，与各地豪族私家武装相结

合，割据一方，相互吞并，战争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展开，并波及

长江流域。这场历时三十多年的政治动乱，使两汉时期经济繁荣

的黄河流域受到沉重的打击。“名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民者，

不可胜数

年）、蜀（汉）汉帝国最终为鼎足对峙的魏（

年）三国政权所代替。三国政权

的建立结束了东汉末年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的军阀割据战争，各

自在内部实行了发展生产、加强对边远地区统治的措施，但三国

政权之间由于吴、蜀联盟而形成的南北对峙局面，使淮河流域、

江汉平原及秦陇地区成为魏吴与魏蜀交战地区，寿春、襄阳、长

安，原本是两汉时代一方社会经济的中心，这一时期却成为地处

前沿的军事重镇，使汉代这三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，难有稳定

发展的环境。在淮河流域，“徐、泅、江、淮之地，不居者各数

百里” ，江汉平原与秦陇地区情形与之类似，军事性屯垦代替

了正常的社会生产，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长期受到破坏，而各

个政权经济建设的成果，主要被用于对外战争的消耗，而不是促

成内部经济积累与进一步发展。无论是从当时官方记录上看，还

是对实际人口进行可能的分析判断，吴蜀灭亡之际，其统治地区

的人口总量都少于同一地区东汉高峰时期的人口数量。因此，三

国时期经济总体上落后于东汉时代，受汉末战乱影响最大的黄河

流域如此，长江流域亦是如此。

《后汉书》卷四九《仲长统传》。

《三国志》卷五一《孙韶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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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开始，史称“八王之

三国曹魏时期，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

因政治稳定而不断恢复，尽管远未达到汉代繁荣时的水平，但黄

河流域作为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并未因汉末的战乱而全部丧

失经济活力，因而曹魏相对于在原来经济发展有限的长江流域建

立的吴、蜀政权，越来越显示出其政治与军事实力的强大。公元

年，司马氏西晋政权相对和平地取代曹魏政权，同时也继承

了曹魏时代经济恢复的成果，于次年消灭蜀汉政权，并于公元

年大举灭吴，重新实现全国统一，并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、

保护个体小农的措施。随后十余年间，全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

期，史书所谓：“天下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牛马被野，余粮委亩，

故于时有‘天下无穷人’之谚。”

西晋统一后一度出现的经济繁荣只是暂时现象，西晋内部存

在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矛盾。首先，统治阶级上层在法律上享有

占有依附人口的特权，事实上拥有了世代做官的权利，他们大都

思想上迷恋玄学清谈，生活上追求豪华奢侈，对于实际的政治与

社会问题却无心过问，社会上层的富有豪华与社会下层的贫困

化，是“天下无穷人”这一虚假繁荣表象背后隐藏的严重社会矛

盾。其次，东汉后期以来，北方及西北、东北游牧与半农半牧的

各少数民族，因环境变迁与政治形势变化不断从草原向农耕地区

移动，魏晋时期黄河流域人口剧减更促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内迁，

逐步深入至黄河流域腹地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。与此同时，西晋

统一前后，自然灾害再一次频繁地、大规模地发生，从而加剧了

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。从公元

乱”的政治动乱发生，西晋皇室宗王凭借在中央执政或在地方掌

《晋书》卷五《怀帝纪》卷末“史臣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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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其首领慕容皝始称燕

年）。西晋灭亡后，鲜卑慕

之。宫廷政变与政治杀戮在公元

握一方军政大权的条件，试图驾驭傻瓜皇帝晋惠帝并伺机取而代

年终于酿成大规模的军事行

动，战争在洛阳、邺城与长安之间展开，匈奴、羯族趁机在山

西、河北攻城略地，创立政权，战祸与天灾迫使黄河流域居民大

规模地外逃，形成一股股无以遏止的流民群，留居当地者亦不得

不聚合宗族乡里，避居山险之地或筑垒自保，难以进行正常的生

年洛阳、长安相继被匈奴人建立的汉产。随着公元 年与

政权攻占，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经济恢复成果付之东流。

从西晋灭亡至公元 年北魏重新统一黄河流域，一个多世

纪中，匈奴、羯、氏、羌、鲜卑及汉族在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建

立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政权，它们分别是：

匈奴汉政权（ 年）。都于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，直

接统治地区为今山西中南部、河南西北部及陕西关中平原，间接

控制河南河北大部分地区及山东部分地区。

年）。都于长安，直接控制今陕匈奴前赵政权（

年）。羯人石勒早期追随匈奴汉政

西、甘肃地区，被羯族后赵消灭。

羯族后赵政权（

权，西晋灭亡前便控制了河北大部分地区，匈奴汉政权灭亡后，

石勒始称王，都于襄国，后消灭匈奴前赵政权，基本上控制了整

个黄河流域，迁都邺城。由于内部政治斗争与民族矛盾激化而灭

亡 。

年）。后赵灭亡后，原石虎养子汉族冉氏魏政权（

利用羯族与汉族人的矛盾，控制邺城，与前赵残余势力争战不

息，随即被鲜卑慕容部消灭。

鲜卑慕容部前燕政权（

容部便逐渐控制了辽东辽西，公元

第 4 页



年，慕容燕进军河北，

年迁都邺城，并进一步向山东、河南

王，都于和龙（今辽宁朝阳市）。公元

消灭冉氏魏政权，公元

发展。被氏族前秦消灭。

年）。都于姑臧（今甘肃武汉族张氏前凉政权（

年，前

威），西晋灭亡之际，晋凉州刺史割据当地，招纳关陇汉人，长

期据有河西走廊，并将统治触角伸入西域地区。公元

年）。羯族后赵政权灭亡后，氏族

秦大兵压境，张氏投降。

氏族前秦政权（

年，消灭前燕；公元

占据长安，建立前秦政权，苻坚统治时期，实行发展生产、缓和

民族矛盾的政策，力量迅速壮大。公元

年，消灭内蒙古地区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，迫降张氏前

凉。随后，进军西域，进占成都平原，并向淮河流域、江汉平原

推进。公元 年，举全国之力进攻东晋，大败于淝水，于是黄

河流域各少数民族趁机摆脱前秦的控制，自创政权，前秦名存实

亡。其残余势力最终被羌族后秦消灭。

羌族后秦政权（ 年）。都于长安，一度控制今陕

西、甘肃全省及河南部分地区，被东晋攻灭。

年）、西燕（鲜卑慕容部后燕（ 年 ）、南

年）。前秦败亡之后，慕容燕 年 ）、北 燕

余部展开复国活动，其一部分据有河北及辽宁、河南、山东部分

地区，都于中山（今河北定县），史称后燕；一部分据有今山西

南部，都于长子（今山西长子），被后燕攻灭。后燕被北魏攻灭

后，其余部一部分占据今山东地区，都于广固（今山东益都），

史称南燕，后被东晋攻灭；一部分据有辽西，以龙城为中心，最

终亦被北魏攻灭。

前秦灭亡后，关陇地区、河西走廊上先后建立了六个政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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羌族后秦（

氏族后凉（

凉（

从则以鄂尔多斯为中心地区，建立了夏政权（

年）之间东西对峙与拉锯式的战争，

年）、鲜卑乞伏部西秦政权（

年）、鲜卑族南凉（

年）、卢水胡沮渠氏北凉（

年）、

年）、汉族西

年）。匈奴余

年）。

西晋灭亡至北魏统一黄河流域这一段时期，历史上又称为

“五胡十六国”。十六国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是民族矛盾，不仅是

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，也包含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，

而且在十六国后期，后一种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。十六国时期政

治动乱因为民族矛盾夹杂其间，表现为无序的状态。每一个政权

都试图在消灭其他政权的基础上壮大，又最终难免被消灭的命

运。黄河流域安定的时候少，动乱的时候多。十六国时期，可以

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最为凋敝的时期，至少是黄河流域经济

最为凋敝的时期。社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，城市的经济功能基本

丧失，甚至在十六国时代结束后半个世纪，金属货币基本上退出

流通领域，尽管商业并没有绝迹，但在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。总

的来说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衰退，并不是经济自身发

展的必然结果，而是政治与民族纷争所造成的，因而与社会生产

关系变化无关。

年）、北齐（

十六国时代结束后，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再一次缓慢恢复，北

魏孝文帝时期三长制、均田制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推行，促

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，但北魏灭亡前后二十多年的政治动乱以及

随后东魏（ 年）与西魏（

年）、北周（

再一次遏止了黄河流域经济恢复的势头。

在黄河流域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，各地区之间亦有差别，相

对来说，河北、山东地区相对安定，而关陇地区民族关系复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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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、南朝宋（

年）、陈（

年）、

政治动荡，因而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最为严重。河北地区在魏晋南

北朝时期，取代汉代的关中与河南，成为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情况

最好的地区。

在南北对峙的大局面下，黄河流域关陇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的

政权东西对峙的局面也经常出现，淮河流域、汉沔地区是南北争

夺的中心地区，无论是南北对峙还是东西交战，今河南地区都首

当其冲。因而这些地区经济的衰退势在必然。

政治动荡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，不仅仅表现为战争的直接杀

戮以及对交战地区社会经济的破坏。各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对峙使

地区之间的经济物资交流受到阻碍，政权之间在交好时期进行的

有限的“互市”活动，毕竟没有关津无禁的统一时代便捷有效。

各政权为了应付战争，不得不在人口原本已减少的情况下，保持

比统一时代数量更多的军队，征收更高的赋税，将更多的劳动力

用于军事后勤保障，从而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。社会财富

用于战争消耗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能力因而减弱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衰退，

主要表现为生产总量的减少，而不是质的下降。在这一动乱的时

代，仍出现了新的农具与生产技术，精耕细作农业成为黄河流域

旱作农业的典型特征，为社会安定、人口增殖及以后社会经济的

迅速恢复与繁荣创造了条件。

齐（

西晋灭亡后，东晋（

年）、梁（ 年）相继

以建康（今南京市）为中心建立政权，其中刘宋政权疆域最广，

一度将实际控制的地区扩大至黄河南岸，东晋、齐、梁大致在秦

岭、淮河一线与北方各时期的政权对峙，而陈朝疆境最小，退缩

至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地区。这五个政权与孙吴历史上又被合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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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六朝”。东晋南朝，各政权以“禅让”的方式相对和平地更

替，虽然南方内部也经常发生各种战争，但与黄河流域相比，这

些战争影响的区域有限，时间亦不太长，江南政治形势总体上较

稳定，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上升势头。包括都城建康在内的一系列

城市的兴起，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水道交通进一

步扩展，跨越江南腹地的陆上交通网络逐渐形成，江南山地与湖

泊的开发利用也已开始，岭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进一步加

强，商品货币经济越来越发达。尽管由于铸币量少，铸币混乱现

象日益突出，但这毕竟是成长中的痛苦，与黄河流域经济衰退之

后实物货币居主导地位的情况，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。

东晋南朝江南开发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，与黄河流域人口南

迁有很大的关系，或者说是在加深黄河流域衰退程度上出现的。

由于东晋南朝继三国孙吴政权之后，以建康为都城，以江浙地区

为经济依托，汉代南方开发由湘江流域、赣江流域向下游推进的

趋势完全改变，东晋南朝时期，太湖流域、宁绍平原社会经济发

展最快，并带动了赣江流域与福建的经济发展，湘江流域社会经

济与汉代相比，反而处于停滞的状态。这一变化，无疑极大地影

响了长江流域随后历史时代的开发进程。

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，江南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还非常有

限，水稻种植方式与汉代相比，没有明显的进步，育秧移栽还未

见广泛采用，稻麦或水稻与其他作物的轮作还没有出现，宁绍平

原的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，但整个江南腹地的全面开发还有待时

日，即便在黄河流域经济衰退的前提下，南方也还不是全国经济

重心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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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　　人口减少、人口迁徙频繁、社会阶层分化激烈

经济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，人既是生产者，亦是消费者，人

口数量对于经济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同时，人口的社会组

织形式或者社会分层，使一些人成为享有特权的消费者，而另一

些人成为卑贱的生产者，这亦会对社会经济状况施加巨大的影

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总人口数量，无论是在经济

衰退地区还是经济处于增长的地区，都远远少于汉代的人口记

录。当代研究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实际人口数量进行过

种种的估计，但由于史料的缺乏，可能永远也达不成一致的意

见。但由于战乱、灾害特别是疫疾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死亡，人口

总量少于汉代水平是可以肯定的。

或者因逃避战乱而主动迁徙，或者政权为了控制人口而内聚

性徙民，这一时期人口处于不断迁徙过程中。总体来说，黄河流

域原住民向南方迁徙，而北方、西北、东北各少数民族向黄河流

域迁徙，是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的主流。不断的人口迁徙不仅意味

着人口因饥荒、疫疾而耗减，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人口的地区布

局，人口迁出地区经济衰退与人口迁入地经济增长同时发生，从

而影响各地区社会经济面貌。

人口总量减少，并不是说每一个地区都平均地下降，相反，

由于人口主动和被动地迁徙，一些地区或城市在特定的时期，人

口反而成倍地增加。如西晋灭亡后的辽东、辽西、河西走廊，又

如北魏前期的平城、后期的洛阳与东晋南朝的建康。也就是说，

这些地区与城市在其他地区、城市经济衰退或丧失生机时，因人

口汇聚，地区经济在一定时期有明显的进步，或者成为新的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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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城市。

黄河流域原本从事农耕的人口向南方以及江南迁徙，充实了

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，同时也带去了原来北方较

为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促进了这一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特别是今江浙

地区的开发。原来从事畜牧或半农半牧的各少数民族内迁黄河流

域，或快或慢，大都经历了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，他们最

终自然为黄河流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。但黄河流

域畜牧业及相关产业在魏晋南北朝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的地

位，远比汉代重要，强烈影响了全社会的生活习俗，畜牧业的发

展也为农耕提供了充足的畜力，这成为精耕细作农业进一步发展

的促动因素。

由于人口减少，充斥于这一时期史书中的“千里无烟”之类

的描述虽不无夸张，人地关系不再紧张则是不争的事实。因此，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土地不再是争夺的主要目标，人口或者说劳动

力成为官府与贵族官僚以及富室争夺的对象，这使汉代不断发展

的人身依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尽管这一时期各个政权尽

可能地控制保护个体小农，但由于政权力量与汉代相比相对弱

化，各个政权又不得不依靠具有社会与政治影响的大家族，因而

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族私占民户的合法性。西晋统一后，

将三国时期各政权都容许贵族官僚占有依附民的个别行为，以法

令的形式作出按官品占有依附民的普遍规定，各级官员合法占有

依附民的具体数量，在东晋初年又有增加。豪强荫庇人口的实际

数量，远远超出国家法令认可的范围。

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及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，使魏晋南北朝

时期各个政权所能控制的个体小农数量与汉代相比，相去甚远。

为了应付战争、保证各种手工业产品的来源以及各种官府所需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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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，各政权都采取了由官府直接控制一部分户口的办法，各类官

府依附民的地位法律上低于称为“良人”的个体小农。

人身依附关系普遍化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总量减少以及

社会动荡造成的，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

革，或者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表现。在人身依附关系深

化的同时，奴婢用于生产劳动的现象亦非常普遍，国家法令在一

般情况下禁止将个体小农买作奴婢，但并不限制奴婢的数量。通

过战争掳掠、购买并未纳入官府管理的少数民族人口等方式，社

会上奴婢的数量剧增，史籍中不乏拥有上千奴婢的奴隶主。北朝

后期法令上没有私家荫庇民户的规定，但允许私家奴婢享受国家

“均田”，当然，北魏时代黄河流域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奴隶制生产

关系。

虽然社会阶层划分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甚大，但作为经济史，

我们不准备详细考辨每一社会阶层名称的起源、具体含义与兴衰

过程。在本书中，我们以财富与法律身份为判断标准，将魏晋南

北朝时期的社会阶层划分为特权及统治阶层、非特权的大土地所

有者与大工商业主、自耕小农及自由小工商业者、私有及官府控

制的依附民以及奴婢五个阶层，并尽可能分析他们的经济地位及

对生产、消费的影响。

特权及统治阶层中，士族是其中的主体，这一阶层享有占有

依附人口及担任官职尤其是高级官职的特权，在东晋南朝还享有

免除商税的特权，他们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化精英，依靠依

附人口与奴婢提供经济保障，同时以俸禄的形式占有国家税收的

很大一部分，他们中多数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。社会底层的贫困

与社会上层的奢靡共生，对社会经济的再生产起着消极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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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　　制度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

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，既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，

又强烈作用于社会经济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国家的赋役制度、土

地制度、货币政策等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对这一时期社会经

济面貌亦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。

汉末动乱以及人口移动，使政权对于单个人口的控制发生困

难，于是从曹魏开始放弃汉代针对人口征收口赋的办法，将

“户”作为征收的对象，“户调”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主要

的税种。三国魏时仍采用汉代计亩征收田租或者说土地税的办

法，西晋时改为计丁征税，东晋南朝大致亦据丁征税，北朝田租

则采取按户征收的原则。无论是按户征收还是按丁征收，无不将

始征年龄降低，将免征年龄延长，从而尽可能地从每一个劳动力

的生命周期中征收更多的赋税。在按户征收的情况下，“户”的

形成便是重要的问题，因此，这一时期政权特别强调早婚，一般

来说，男子十五、女子十三结婚受到特别鼓励。

就法定征收税率来说，东晋南朝高于北朝各政权，北方政权

控制的个体小农多于东晋南朝应是重要的原因。同时，东晋南朝

个体小农贫困化远比北朝严重，这反过来又促使个体小农破产流

亡，或成为私家依附人口。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状况的南北差异，

北方政治稳定时，经济便迅速得到恢复，国家力量迅速上升，而

东晋南朝经济越到后期越是萎缩，国家政治经济实力每况愈下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内容以实物为主，具体地说，即手工业

产品布、帛或绢以及农产品粟、米，只在南朝宋、齐时一度通过

折算交纳钱币。赋税以实物征收，促成了个体小农与小手工业特

别是纺织业的结合，大大削弱了个体小农与市场发生关系的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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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“富者不尽，

性，对于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具有很大的遏止作用。

。亦即以县为

针对民户贫富分化严重，北朝时在征收赋税时，各地方政府

还有定户等的工作，“若有发调，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，裒

多益寡，九品混通，不得纵富督贫，避强侵弱”

。这一

单位，将民户按财产多少分成九个等级，分担当地赋税总额，被

称为“九品相通”或“九品混通”。“租税之时，虽有大式，至于

斟酌贫富，差次先后，皆事起于正长，而系之于守令”

办法隋唐仍加采用。南朝宋齐一度据资产征税，称为“赀课”。

“守宰相继，务在裒克，围桑品屋，以准赀课”

贫者不蠲。乃令桑长一尺，围以为价，田进一亩，度以为钱，屋

不敢加泥。”

不得瓦，皆责赀实。民以此，树不敢种，土畏妄垦，栋焚榱露，

为了保证赋税征收，南朝时，中央政府还派出

“台使”，直接向民户催缴，这实际上是唐代转运使的一个渊源。

总的来说，南朝时期，民户欠税与借贷的情况相当普遍，“逋租

宿债”成为一大社会问题，这表明南朝赋税重于北朝，南方一般

民户的经济状况比北方民户差。因此，南方民户逃避官府控制的

现象比北朝严重，人身依附关系程度也更高。人身依附关系的发

展与其说是社会形态变化使然，不如说是国家政策的结果。

对于贫穷的民户来说，过重的徭役使其难以进行正常的生

产，而北朝政权不像魏晋及南朝那样，直接控制一批民户，专门

承担力役，因而规避力役成为北朝政权治下的民户逃亡的主要原

因 。

《魏书》卷四上《世祖纪上》。

《周书》卷二三《苏绰传》。

《萧子良传》。《南齐书》卷

《宋书》卷八二《周朗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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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黄河流域人口减少，空荒之地甚多，而南方大部分地区

的开发才刚刚起步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土地发展的途径主要是圈

占空荒之地或山林川泽，土地买卖并不盛行。西晋的占田课田

制、北朝后期的均田制度以及南朝齐政权禁止封占山泽的诏令，

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于保护个体小农经济所作出的努力。

但无论是占田课田制还是均田制，目的是将原来官府特殊管理下

进行生产的一部分民户变作郡县管理下的个体小农，整齐制度，

同时鼓励垦荒，保障国家赋役基础，虽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

一定的积极作用，但与当时农户拥有土地的实际数量并无多大关

系。占田制关于官员占田的规定以及均田制奴婢依良口受田的条

文，与其说是对私有大土地发展的遏止，不如说是对它的鼓励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与汉唐统一政权相比，政权的力量相

对弱小，表现在财政方面，往往是入不敷出。东晋南朝政权情况

尤为严重，军队给养与官吏俸禄作为财政开支的大项，也难以保

证，政府更不可能如汉唐政权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进行为

数众多、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等基础建设。东晋南朝，地方官的

俸禄按级别以一定数量的土地即所谓“禄田”代替，地方长官各

种形式的搜刮逐渐被中央政府认可并制度化，地方政府的“献

奉”成为中央财政的一大来源，皇帝也要求分享地方长官离任时

带回的“还资”，地方政府由管理机器异化为搜刮财富的机器，

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。南朝后期，地方政府甚至

军队将领自筹经费保证军队给养成为惯例，将领自行招募的“部

曲”成为依附性人口，这不仅造成军事将领世袭领兵的结果，也

加剧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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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　史料、研究现状与本书结构

部史学著作，但基本完整经籍志

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研究者，深感史料的贫乏，而对于经

济史来说，情况则更为严重。应该说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非常

繁荣，《隋书 史部》著录了

保存至今的不过数部；在二十四史中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便

占了十部，它们是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

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。

可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内容与政治军事有关，只有《晋书》、《魏

书》及《隋书》的《食货志》叙述有经济方面的史实，不仅内容

有限，而且只能反映经济的某些层面，如国家的土地、赋役、货

币政策等。唐以后利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所编成的各种政书和

类书，如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御览》，有一些经济史的材料保存下来，

披沙捡金，弥足珍贵，不过零篇断简，难成系统。至于以墓葬为

主体的考古材料，虽能够提供一些实物证据，供研究者分析遐

存。

想，但没有秦汉简牍、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那样丰富的文献遗

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，其主要内容与赋役有关，

相信能够对三国时代吴国的经济史增加具体的认识，但全面整理

出版还需时日，深入的研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。

有幸的是，少量史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经济史的一些问题，

有可能进行具体的分析。如《洛阳伽蓝记》关于北魏后期都城洛

阳社会生活情况的描述，《水经注》对于水道利用、水利工程开

凿、各地植被状况以及一些城市内部景观的记录，都有助于我们

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。《齐民要术》一书，对于我们

了解北朝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中多种经营的情况以及各

类经营的技术特征，则是不可多得的史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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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

历史上，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作为反面教材，供统治者思索治

国之道，当代史学兴起后，魏晋南北朝作为汉唐间“承上启下”

不可缺少的一环，逐渐受到研究者的注目。但由于史料的关系与

传统的影响，有关这一时期政治史的研究，名家辈出，成果斐

然，而经济史的探讨相对薄弱，对占田课田制、均田制条文的分

认识。在有关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史的探讨中，

析及其性质的判定，耗费了不少学者的精力，但迄今仍无确定的

世纪中期，李

剑农先生开其先河，他所撰述的《中国古代经济史稿

万字，部头最

朝隋唐部分》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、农业与手工业状

况、货币、商业、赋役制度以及均田制等重要问题，大都在排列

史料的基础上，加以概括分析，提纲挈领，要而不繁。随后，唐

长孺先生在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》

中，以多篇重要论文详细阐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，特别

是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状况及手工业者的地位等问题，他的《三至

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》一书则以专题讨论的形式，对

于所论时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，作了深入的分析。其后，

全面叙述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著作有傅筑夫先生的《中国封建社

会经济史》第三卷及高敏先生主编的《魏晋南北朝经济史》。傅

先生从经济学的观点观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，并分析其

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地位，提出了不少问题，但一些分析

不免有先入为主之嫌。高先生的大作总字数达

大，所论问题亦最为全面细致，注重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分

析，是该书最明显的特点，这应是受唐长孺先生影响的结果。由

于书成众手，部帙浩繁，各部分论述深度不一、史料偶有失检，

或在所难免。

按政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较多，南北经济状况不尽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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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从

权、分时代进行探讨有助于研究的深入。韩国磐先生《北朝经济

史 、《南朝经济史》及合二书而成的《南北朝经济史》是这一方

面的开创性成果。余鹏飞的《三国经济史》及许辉、蒋福亚主编

的《六朝经济史》，则是相关研究值得参考的著述。与此同时，

经济史相关的专题研究亦不断展开，王志邦的《六朝江东史论》

与台湾女学者刘淑芬的《六朝的城市与社会》着力探讨的是六朝

江东以及建康的社会经济状况。日本学者崛敏一的《均田制的研

究》与杨际平先生的《均田制研究》都讨论了北朝均田制的问

题，前者更注意这一制度的源流与性质，后者则主要关注该制度

的实施环节及具体情况。陈明光的《六朝财政史》属于第一部专

门讨论相关时期财政问题的力作，朱和平的《魏晋南北朝商品经

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》，则全面讨论了这一时代商品生产、市

场、货币及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等问题。

年代开始，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全面展开，研

究生教育的发展使研究者的数量大增，每年都有不少论文涉及经

济史的各种问题，而且与年俱增。虽然有不少重要论文，但由于

史料原本有限，研究队伍良莠不齐，大多数论文并无发明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不少研究者由于对自己探讨的问题情有独钟，往往夸

大所论问题的重要性，甚至在史料上无意识地断章取义，或因片

断史实而断言整体情形，这并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。

我们应《中国经济通史》主编之约，撰写本书，作为其中一

卷，在仔细分析史料的同时，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论著也是我们参

考的对象。观点取舍，合我则用，如果不是有意掩盖事实，则事

在必然，书中一些新见，或有学者早已提及，由于阅读所限，未

加注明，并非我们有意窃取。

经济史所要探讨的问题当然应该是生产、流通与消费。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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